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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清末教育改革之初，受刘坤一、张之洞委托，以缪荃孙、张謇、罗振玉为代表

的东南士绅与江鄂负责学务的官员就如何兴办近代学校教育展开深入讨论，在江宁先后三次

集议，对办学宗旨、学制、课程、教材和兴学次第等进行了深入研讨，并积极推进建设以江

宁为中心的示范性学校系统，这既标志着江苏地域近代学校教育的全面启动，其间的兴学共

识与争鸣又对清末学制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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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末新政方兴未艾、学校教育创始肇端之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春至二十八年

（1902年）秋，受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委托，以缪荃孙、张謇、罗振玉等为代

表的士绅和以恩寿、吴重熹、施炳燮、黄绍箕为代表的江鄂官方人士先后集议，就如何兴办

近代学校教育展开深入讨论，在新式教育的价值取向、制度设计、兴办次第等方面产生意见

分歧，并在激烈争辩之中，以江宁为示范中心探索创立各级各类学校，此一过程被时人称之

为“江宁兴学”或“江宁兴学之议”。江宁兴学既标志着江苏地域近代学校教育的全面启动，

其间的议论与争鸣更对“湖北学制”的制定、“壬寅学制”的酝酿和“癸卯学制”的形成产

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江宁兴学的背景 

清末新政之初，清政府从“人才为政事之本”，
1
“建学储才，实为当今急务”

2
的政治要

求出发，将改革科举、兴办学堂作为推行新政的既定国策和首要举措。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

二（1901 年 9 月 14 日）清廷下兴学诏：“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

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

蒙养学堂”，“着各该督抚、学政，切实通饬，认真兴办”。
3
由此，在全国掀起学制改革和普

兴学校的巨潮。应该说，在清末新政、兴学过程中，因为传统文化积淀深厚、洋务事业引领

风气、新知新学人才辈出，尤其戊戌政变后成为维新人士避难之所，庚子之乱时“东南互保”

保持了社会稳定等等缘由，位处长江中下游的两湖、两江地域具有着特殊的地位，发挥了重

要的作用。就“育才兴学”而言，清末新政之前，在江苏和湖北、湖南出于培养洋务专门人

才目的或顺应维新变法潮流的新式学堂渐次筹办，教育改革初露端倪，如江苏创建江南水师、

陆师学堂，改革江宁储才学堂，筹办江南高等学堂、江宁农务学堂、上海工艺学堂；湖北仿

照西洋学院改革两湖书院，创建自强学堂、农务学堂、工艺学堂；湖南创设南学会、开办时

务学堂，等等。尤其是戊戌变法期间，响应光绪帝变更科举、谕令兴学之诏，湖广总督张之

洞、湖南巡抚陈宝箴会衔奏请“妥议科举新章”，请试时务策，专问西学、西政，不做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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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1
同时两江、两湖积极筹拟“广设学堂”，会商“学校等级”，筹划办学经费。而戊戌政变

之后，面对清廷明令“各省书院请照旧办理，停办学堂”的倒退要求，两江总督刘坤一则冒

着政治风险，大胆提出：“书院不必改，学堂不必停，兼收并蓄，以广造就而育真才”，进而

建议清廷“赶办京师大学堂以为之倡，并饬各省分设中学堂、小学堂，多译中西政事有用之

书，以资诵习；延请中外品学兼优之士，以为师儒，以期渐开风气”，
2
并将筹办中的江南高

等学堂改名为格致书院，留存学堂之实。这些举措为后来新政时期普兴学校奠定了思想基础，

明确了舆论导向，提供了办学条件。为此，当新政之初，世人多目江鄂为导兴教育之帜，如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1901年９月）沈曾植在《与盛宣怀书》中曾明确表示：“陕中政务、鄂

中学务，议论定后，当取一二试行之。”
3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以刘坤一、张之洞为主推行“东南互保”，在客观上保持了长

江以南的社会经济稳定，并在此体制下强化了江、鄂地方的政治影响和政治联结。由此，光

绪二十七年三月（1901年 4 月），清廷设立督办政务处，派督办政务大臣 8人，总领新政事

宜，外省督抚唯有刘、张二人“遥为参预 ”,凸显了江鄂地方在新政筹划中的政治地位。五、

六月间，刘、张联衔奏报《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提出较为系统的改革方案，受到了清廷的

充分重视，成为清末新政初期的改革纲领和蓝本，时论有云：“惟是中朝宗旨，实以江鄂为

南针。江鄂之言不必尽行，而江鄂奏入之后，大局未必不从兹而定”，
4
故“新政全采江鄂之

说”。
5
同时，江楚会奏变法也进一步紧密了江鄂间的政治联姻。一方面，通过奏稿拟定前后

数个月的函商、会议、推敲、磨合，以江鄂合作会商、达成共识的方式来推进新政实施的机

制逐步明确，所谓“新政以江鄂为主”，“此唱彼和，势已融成一片”。
6
因此，在兴学问题上

江鄂双方本意继续采用协商共举的方式，如光绪二十七年十月会派人员赴日本专题考察教

育；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在江宁共设“江楚编译局”，编纂教科书, 并翻译西方书籍报刊；九

月，刘、张联名请军机处代奏“请颁毕业出生章程”并请科举“分场发榜”，藉此学校“民

间自然集资兴办，不待官筹，最为善策”，
7
等等；另一方面，变法三折在草拟过程中征求、

参考了多方面的意见，特别是东南士绅中的新知人士，刘坤一“以变法之议电邀张季直（謇）、

何梅生（嗣焜）、汤蛰先（寿潜）、沈子培（曾植）来宁代拟条陈”，
8
由张、沈、汤各拟一稿

寄鄂；张之洞则邀请幕僚郑孝胥、梁鼎芬、黄绍箕以及学者劳乃宣协助起草，并邀请沈曾植、

张謇和缪荃孙赴武昌“商复新政谕旨，并筹兴学事”。
9
在兴办学堂“事属创始，时议纷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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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又“虑宗旨不一、程度不齐，易滋流弊”

2
的形势下，通过官绅集议筹商，“庶学制、教程可

期画一，邪说诐行无自萌生”。
3
因此，在江鄂学堂“已办有端倪”且“粗具规模”的基础上，

一面是刘、张各自行催司道、札委专员“妥速筹议详办”，一面则邀缪荃孙、张謇、罗振玉

等在江宁共商办学宗旨、兴学次第、课程教材等问题。 

缪荃孙、张謇、罗振玉是当时江鄂双方都十分信任乃至推崇的精英人才，光绪二十八年

十二月（1903年 1月）张之洞保荐经济特科人才时，三人之名皆列入其所举三十人之中。 

缪荃孙（字筱珊，亦作“小山”，号艺风）是张之洞在四川学政任上的门下弟子，曾积

极参与张之洞主持的学术活动，协助编撰过《书目问答》、《顺天府志》等。光绪二年（1876

年）中进士后，在朝廷先后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纂修、总纂。光绪二十年受权臣徐桐排挤，

丁母忧，弃官离京。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在回湖广本任前约缪氏

次年主讲江宁钟山书院，后兼领常州龙城书院。在江宁，缪荃孙的身份、地位特殊。一则，

他执掌的钟山书院是清代江苏书院之首，创办最早、声誉最隆，前后担任山长的大多是海内

知名学者。因而，精通文史、方志、金石、目录之学的缪氏也由是成为当时江宁乃至东南学

界、文坛的领袖之一，地位尊隆。二则，他是张之洞在江宁布下的一个棋子，发挥着交通官

府、了解舆情、联络士人的作用。所以，缪氏也成为历任两江总督，如刘坤一、魏光焘、周

馥、端方等的座上宾，时而参与要政的谋划与决策。在谋划教育方面,光绪二十四年，江南

高等学堂筹办之初，刘坤一任命蒯光典为总办，缪荃孙、张謇“以绅士预议”，
4
后来缪氏还

担任江苏方面的学务稽查。
5
在张之洞的保荐名单中，缪荃孙名列第一，其考语为：“学问博

雅，识趣端凝，讲才时务，不涉轻浮，其人品坚定，不染时俗躁竞之习，尤为可贵。”
6
 

张謇（字季直）在光绪甲午大魁天下之后，丁忧返乡守制。在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期间，

受委办理通海团练、筹办纱厂、兴办商务，并主持江宁文正书院。此后，通过成功举办大生

纱厂，开办商局、商会，参与谋划“东南互保”，建言招安徐宝山，谋议新政变法折稿等，

受到刘、张的赏识与信任，被引为智囊。同时，在建校兴学方面，光绪二十三年四月至五月，

张謇赴京参加翰林院散馆考试，为恩师翁同龢草拟“大学堂办法”和“学堂奏”，并由管学

大臣孙家鼐奏派为大学堂教习；九月起，他游说刘坤一等在江宁“试立明算小学堂”，
7
并草

拟明算、方言两小学堂章程送呈，刘坤一“饬先领四千金为制备器具之用”
8
；光绪二十四年

闰三月，在江宁知府刘嘉树支持下，“假文正书院斋房设立明算小学堂”，额设学生十名，附

从十名”，
9
“闻风兴起，愿留授业者竟多至一百数十人”

10
；四月，“又就文正书院内附设西

学堂，造就人才，补储才学堂所不足”，
11
“专教汉文、英文、翻译、算学”；

12
光绪二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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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张謇撰《变法平议》，供江鄂拟制新政变法奏稿参酌，提出普兴学校、酌变科举、学

堂先学图画、译书分省设局、权设文部总裁、明定学生出生等关涉教育改革的系统性建议。

对此，时人评论说：“至于汤蜇先、张季直诸人所拟章程更雄辩高谈、繁征博引，虽圣明采

择与否尚未可知，而其新政之萌芽则已如雨后春苗，颇觉蓬蓬勃勃矣。”
1
由此，张之洞将张

謇列在保荐名单第二位，其考语为：“学问富赡，才力开张，讲求东西各国政治教育各门学

术，均能心知其意，办事切实精密，洵为致用之才。”
2
 

罗振玉（字叔蕴）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在上海创立学农社,翌年设《农报》馆,

翻译、出版东西洋农业书籍；光绪二十四年开办东文学社，教授日文、英文与数理化课程；

光绪二十六年应张之洞之邀总理湖北农务局兼农学堂监督，在任上整顿校务，建教学试验场，

由此“教员称便，校风清谧”；
3
光绪二十七年四月（1901年 5月）创办中国最早的教育杂志

——《教育世界》，翻译刊载教育法规与教育书籍，发表对中国建立学校教育制度和国民教

育体系的建议，产生广泛影响。罗氏因此声名大噪，沈曾植认为“罗叔蕴内外公推”，
4
而张

謇曾向缪荃孙极力推荐，说：“浩吾外唯叔韫于教育事极留心，极当行”。
5
罗振玉在张之洞保

荐名单中列第二十位，其评语为：“学问优长，近年究心中外农学及教育学，广为搜采选辑

流传，深裨世用，确系有用之才。”
6
 

二、江宁兴学的商议过程 

江宁兴学之议，张謇、罗振玉等当事人所指主要是光绪二十八年二月至三月间（1902年

3月至 4月）共集江宁与两江官方主管学务官员之间的学务讨论及产生的意见分歧，但从议

学兴学的前后过程而言当向前推至光绪二十七年二月（1901 年 3 月）江鄂筹拟新政奏稿之

初，向后延至光绪二十八年十月（1902年 11月）张之洞奏呈《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

这一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阶段，官绅之间实际进行了三次集议。 

（一）第一次集议 

兴学集议的第一个阶段是从光绪二十七年二月（1901年 3月）到九月（11月），其主要

内容是藉江鄂会议新政奏稿、统筹改革全局之机，明确育才兴学为图治之首务，并初步筹划

兴学事宜。期间，二月，张謇、沈曾植在江宁分别为刘坤一草拟新政会奏底稿，均将“兴学

堂”作为新政要旨之一。张謇主张“普兴学校”，建议用五年时间，“由各府州县小学、中学

循序而至高等学堂、大学堂之序”，
7
健全学制体系。同时强调首先设小学堂和开设师范班。

二月二十三日（4月 11日），张謇谒见刘坤一，“第论州县以下官改职及学堂事”，并提出“变

法须财与人，财不胜用也，行预算订税目而已。人不胜用也，设学堂行课吏而已。”
8
三月十

四日（5 月 2 日），张謇为辞文正书院山长事致函刘坤一，论及明算小学堂和各州县书院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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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普通小学堂，培养学堂教习，以及普通小学堂由江宁府两首县先行举办等具体兴学环节。
1
四月，刘坤一复函沈曾植，告知江南拟设学堂“秋间方可开办”，并提出“中学为体，西学

为辅，是为一定不易之理，其余课程似不必刻舟胶柱”。
2
同时，罗振玉在《教育世界》发表

《教育私议》一文，从设学部分学区、定规则立章程、明等级循次第、编书籍、培养教员、

补助奖励、派员游历留学、讲求体育卫生、兴女子教育和幼儿教育、立图书馆及博物馆等十

个方面提出建议。
3
五月，张謇、沈曾植、缪荃孙应邀赴武昌筹商新政奏稿，与张之洞“所谈

甚多，惟小学校必可立。”
4
对此，报载：“现闻黄仲弢、叔庸昆季及张季直、缪小山诸词曹已

先后应聘来鄂，从此学校振兴，人材蔚起，不难拭目俟之矣”。
5
同时，江鄂筹立译书局，聘

请缪荃孙主持编译教科书，为此，张之洞函商刘坤一，有云：“前闻公请缪筱珊编纂小学堂

教科书，鄙人亦面托。此事极好，待用甚急，望敦促之，嘱其两三个月编成为要。编成后尚

须覆订详酌。此席作为江、楚共请，脩金各半分送。脩数若干，请酌定。”
6
五月二十七日，

江楚会奏《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从“非育才不能图存，非兴学不能育才”
7
，“变

法莫重于学校、科第”
8
的认识出发，在学制、课程、考试、选拔、游学、译书以及变通科举、

停罢武举等方面提出较为系统、全面的建设规划和改革建议，其“所陈人人知为先务”
9
。随

即，六月二十一日，张之洞在湖北设立学务处，札委江苏特用道郑孝胥、湖北候补道赵滨彦

为总办。规定学务处职能为：“所有关涉学务之章程、经费、委员衔名、学生人数、功课年

限、时刻图表、考课题目，均须汇总，随时呈览，以备考核而觇进退。”
10
同时，作为兴学改

制之先声，江鄂各书院“课艺改试策论，课程改习经史、算学、时务，则已一律奉行”。
11
八

月，清廷颁行兴学谕旨，推动江鄂加快落实兴学举措。报载：“两江总督刘岘帅默观时局，

谓非令士人周知时务不可以言振兴，爰拟将各书院一律改为学堂，课诸生中外有用之学”。
12
九月，江宁方面正式成立译书局，指分湖北试用道、江南商务局总办刘世珩任总办，缪荃

孙、张謇任总纂，开始编译包括小学堂课本在内的日文书籍，如《艺风老人日记》记载：“（九

月九日）请茅春台理日本书，照单点四十九种，单有书无者十九种，书有单无者六十八种。”

同时，承刘坤一之命，张謇、罗振玉、缪荃孙在江宁与官方代表恩寿、刘世珩、督府洋务文

案施炳燮等第一次集议兴学事宜。对此次筹议兴学情况，据张謇、缪荃孙日记整理前后经过

如下： 

八月二十六日（10 月 8 日），在通州忙于筹办垦牧公司事宜的张謇接“新宁（刘坤一）

电，速去省”；
13
九月九日（10月 20日），张謇至江宁文正书院，次日拜会恩寿。十一日（22

日），张謇、缪荃孙、施炳燮、刘世珩先后在文正书院和缪家晤谈并电邀罗振玉赴宁，张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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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缪艺风论学校尚近。主中宾外，不废诵读，是定向方针。”
1
十三日（23 日），张謇谒见

刘坤一，缪荃孙、刘世珩代表译书局公请张謇、陈作霖、凤池书院山长秦际唐和曾任尊经书

院山长、江南高等学堂总办的江苏候补道蒯光典。十四日（24 日），缪、张、刘公请志钧、

文廷式、陈伯陶、陈三立和江苏候补道、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等名流；张謇致函刘坤一，谈

及罗振玉“译师范及中小学章程不日可全”及“课书审定属之仲弢”等事宜，后刘坤一复函

称：“兹事体大，得公与诸贤相助为理，幸何如之！”
2
十七日（28日），江苏候补道、洋务局

总办汪嘉棠招请尊经书院山长张仲炘和张謇、施炳燮、蒯光典、刘世珩等。十九日（30日），

罗振玉到江宁，寓文正书院，此后至二十三日（11月 3日），张謇、缪荃孙、罗振玉、刘世

珩、施炳燮、恩寿等连日集议，其中张、缪、罗、刘以罗振玉所办东文学堂总教习藤田丰八

提供的日本学校课程设置情况资料，“商订寻常、高等二级小学校、中等学校课程”。
3
廿四日

（11月 4日），张、罗附江轮东返。翌日，缪荃孙亦应张之洞电招赴武昌，领江楚编译书局

总纂事。 

那么，从张、缪有关记载，可以看到在前后大约半个月的时间里，江宁官方与有关士绅

就办学方针、课程教材和如何改书院为学堂的具体问题进行了反复商讨。此次集议之后，一

方面，作为集议之成果，光绪二十七年十一、十二月，罗振玉在《教育世界》第十六、十七

册上发表《拟订寻常小学校课程表》和《拟订高等小学校课程表》，在前言中罗氏认为：“今

日中国兴学当修学政、定阶级、明纲要，既如前所说，而订定课程尤为要图。爰就日本文学

士藤田剑峰（丰八）考求兹事，就中国中小学堂应授之学科拟订每年每星期间之学科分配表，

俾就各省取资焉。”
4
同时，罗振玉又撰写《学政私议》，分宗旨、职官、经费、学制、游学、

学规、卫生、释务等八篇，对普兴学校教育再次提出了系统的建议。另一方面，缪荃孙在赴

鄂途中拟《学堂条议》，到武昌后又进一步修订课表，并可能在谒见张之洞时禀报了有关集

议和江宁准备兴办学堂的情况。十月十五日（11月 26日）回宁后，缪氏即谒见恩寿、刘坤

一交换情况，同时积极参与到改设书院为学堂的具体工作之中，与江苏候补道潘学祖等人连

日至格致、惜阴、文正等书院勘地。 

（二）第二次集议 

兴学集议的第二个阶段是从光绪二十七年十月（1901 年 11 月）到光绪二十八年三月

（1902年 4月），主要是在以江宁为中心筹办学堂的过程中对参照体系、兴学次第、师资培

养、经费筹集等问题展开研讨并产生意见分歧。清廷兴学上谕颁行十天后，光绪二十七年八

月十二日（1901 年 9 月 24 日）山东巡抚袁世凯即上《奏办山东大学堂折》，拟“先于省城

改设大学堂，以为之倡”，
5
大学堂内“分斋督课”，先开办备斋（略如小学）、正斋（略如中

学），正斋学生毕业后设立专斋（略如大学）。八月二十四日（10 月 6 日）清廷批准设立山

东大学堂。十月十五日（11月 25日）上谕要求政务处将袁世凯所奏山东学堂事宜及试办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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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通行各省，立即仿照举办，毋许宕延”。
1
为此，江鄂恐“落山东之后”

2
，加快推进兴学

进程。 

首先，为全面了解新式学校教育的真实状况，从而为江鄂兴学提供一个可靠的参考体系，

一方面，刘坤一通过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之助向日本外务省提出“寄送日本各类学校的

组织大纲、制度、规则及细则、学校课程表”
3
的要求。另一方面，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初四

日（1901年 12月 13日）至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二日（1902年 2月 19日），张之洞、刘坤

一共同委派罗振玉率团赴日本调查教科书编译并考察教法、管学事宜。为此，九月三十日（11

月 10日）张之洞曾致函罗振玉，称：“连日与中弢、念劬谈编教科书，此教育根基，关系极

重，着手极难，非亲往日本以目击为考定不可，似非专恃购来图书所能模仿。鄙人极注重于

此，欲请阁下主持，率四五人如陈士可等，即日东渡，竭数月之力，见实事，问通人，创立

稿本。回鄂后，鄙人再以全力速编成书，则期速而书适用。闻江南亦奉邀商酌，此事亟盼电

复。”
4
作为清末首个官方奏派赴日进行的教育专题考察，罗振玉与两湖书院北监院刘洪烈、

湖北自强学堂教习陈毅、陈问咸、胡钧、左孝全、田吴炤等在日本分赴各级各类学校参观，

访谈日本政府官员和教育专家，搜集日本教育制度、法令，购买教育书籍，兼及了解财政情

况，并详加体察、记载。对此次考察，张之洞期望能给湖北兴学规划带来启迪，因而,他在

光绪二十八年正月（1902年 3月）致管学大臣张百熙的电牍中称：“湖北前设学堂书院，虽

略仿西法，因风气未开，不能无所迁就。各堂未能画一，课本亦未成书，是以碍难奉复。拟

俟赴东考察之员回鄂，详酌一妥章，再请奉达。”
5
考察团归国后，罗振玉在教育世界社印行

《扶桑两月记》、《教育赘言》，撰成《日本教育大旨》、《学制私议》，并且“首谒文襄（张之

洞），文襄接见五次，嘱于督署、学务处为幕府及各学堂提调、教习与守令演说教育事十日。

所拟教育制度允商江督会奏。次谒忠诚（刘坤一），以卧病由幕府传语，亦深以所拟为然。”
6
 

其次，落实兴办学堂的具体举措。一是建立筹办学堂机构。为“力图富强，锐行新政”，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廿二日（1901年 9月 4日）刘坤一在江宁设立派办处，“专办各项新政事

宜”
7
，以江宁布政使恩寿总其成，江安粮储道效曾、江南盐巡道徐树钧和军装局总办郭道

直、洋务局总办汪嘉棠副之，
8
又添派潘学祖为会办，所以也称作“派办新政处”或江宁布政

使江南派办处、江宁派办处，后又在苏州仿照设立“江苏布政使江苏派办处”。清廷兴学诏

颁行之后，江南派办处亦奉命承担江宁学堂规划、经费筹集、派员游学等兴学事宜。江宁布

政使恩寿、吴重熹先后领衔
9
，江安粮储道胡延、江南盐巡道徐树钧负责具体事务。十月卅日

（12 月 10 日）派办处颁学堂照会并学校章程草案，
10
由潘学祖、缪荃孙与河南候补道濮文

暹、候选教谕陈作霖等负责勘校地、拟章程、订课程等具体事务。至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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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 1月）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正式成立两江学务处，负责全省教育行政事宜，“委江

安粮储道胡砚荪（延）观察为学务处总办，而以银元局志仲鲁（钧）观察和陆师学堂俞恪士

（明震）观察副之。”
1
 

二是筹设学堂系统。光绪二十七年十月下旬至十一月上旬（1901 年 12 月），刘坤一、

恩寿通过督署幕府、江南派办处与缪荃孙、张謇等士绅，依据《江楚会奏》折稿、张謇《变

法平议》、罗振玉《学校政纲》（《学政私议》）、夏偕复《学校刍议》等文本，结合《试办山

东大学堂章程》，对如何兴办学堂、构建学校教育体系等进行了研究与协商，并认为山东以

省会大学堂统领、兼容中小学的速成兴学方式不利于国民教育的兴起与发展。张謇在致缪荃

孙函中曾评论说：“山东学章实不在行，……若堂堂正正举办学校，不当踵行之也。”
2
故此，

计划以江宁为中心，改书院为学堂，建立从小学、中学到专门学堂、高等学堂的国民教育示

范体系。在实际操作中，延续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创立江省郡县学堂折》所奏“就江

宁省城先行开办，以期迅速集事”，“拟将储材学堂改为江南学堂，…，并将旧有之钟山、尊

经、惜阴、文正、凤池、奎光六书院并改为府县各学堂”
3
的基本思路，光绪二十七年十月至

十二月（1901 年 11 月至 1902 年 1 月）商定江宁原有各书院裁留的同时，议改各级各类学

堂。张謇建议“留尊经课策论”，“格致即实业（二处各科均分班），惜阴即高等师范，钟山

即寻常中学校，文正即寻常高等小学校（分班教授）”
4
。但新旧更替之际，致力于科举仕途

的诸生“求留书院”
5
或“禀改书院之名，存书院之实”，

6
意见杂糅，风气未改。为此，刘坤

一一度曾要求在金陵大小各书院中“以其半改为学堂，而酌留其半，令二十五岁以外举贡生

监弦诵其中”。十一月，派办处核定“以惜阴、凤池两书院为小学堂，钟山、文正两书院为

中学堂，尊经书院略改旧制，革除八股试帖，……俾限于年岁不得入学堂者亦得讲求有用之

学”，“省学堂先就格致书院隙地添造学舍，扩而充之”。
7
十二月,又调整兴学规划，“拟将文

正书院改为上江两县小学堂，钟山书院改为江宁中学堂，另于格致书院余地建造学堂一区，

为江宁省高等学堂，并将尊经、凤池二书院改为校士馆”，同时派委潘学祖“总办学堂事务”。
8
潘氏又提出“改惜阴书院为大学堂，改钟山、文正两书院为中学堂，改奎光书院及崇文、景

贤、鹫峰三官塾为小学堂”的方案。
9
 

三是研究兴学次第。为落实兴学事宜，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九日（1901 年 12 月 29

日），刘坤一“招嘱办学堂事”，命督署施炳燮、派办处潘学祖会同缪荃孙、张謇等协商。施

氏“忧办理失序，令人讪笑”
10
，主张依据罗振玉《学政私议》所论，明确兴学次第，循序

创设学堂；缪、潘等则以“恐阻新宁之兴，落山东之后”
11
为由，主张各级学堂并建。双方

各执己见，产生意见分歧。为此，刘坤一致电张謇，“以省府县学校并建，与先建中小学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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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二说未定，属即诣省商订”。
1
但张氏在家乡赶办通海垦牧公司筑堤工程，回禀“非二月初

不能”赴宁，
2
并与缪荃孙往复函商。在信函中，张謇一是意欲调和缪、施分歧；二是再三强

调：为审慎起见，应待奉命赴日考察学务的罗振玉回国后“再定学校”，
3
认为“叔韫不久当

归，必能为公辅助”；
4
三是认同罗振玉意见，强调“事固有序，与其尽做补习功夫，不若以

中学先做补习，后做豫备工夫，且师范不立，不特教法不齐，即管理法亦无从取，则恐非计

之得也。”
5
对此，缪氏日记中有云：“得季直信，仍以罗、施为是，学堂不得成矣！”

6
 乃至

十二月廿四日（1902 年 2月 2 日）“上恩中丞信，有言学堂开不成，甚为愦愦”。
7
为此，光

绪二十八年正月十六日（1902年 2月 23日）刘坤一请刘世珩带手书给缪荃孙，要求兴学事

宜待罗、张至宁集议后再定。二月初二日（3月 11日），清政府认为地方督抚兴学不力，奏

报不详，再次谕令各省“妥速筹画，实力奉行，即将开办情形详细具奏”，并指示“如再观

望迁延，敷衍塞责，咎有攸归，不能为该督抚等宽也”。为此，二月十八日（3月 27日），张

謇再“得新宁促去宁之电”。
8
十九日（28 日），罗振玉由武昌抵达江宁，当晚函禀其父罗树

勋说：“学务一切顺手……两帅虚衷以听，颇可敬佩。须在此数日，待季直来商议奏稿，然

后携至沪上，三月中旬，黄仲弢学士由鸥到沪，再与商酌，由仲弢携之到鄂，便可奏出。”
9

二月二十七日（4月 5日），张謇“至江宁，住利涉桥西侧傅河厅”，
10
此后至三月七日（4月

14日）前后 10天，官绅之间第二次集议兴学。以下据张謇、缪荃孙日记梳理集议经过如下： 

二月十九日（3 月 28 日）至二月廿六日（4月 4 日），罗振玉至宁后，缪、罗先后三次

长谈，并先后参加刘世珩和指省分发道傅春官组织的宴请，与潘学祖、淮安知府徐乃昌、译

书局委员宗嘉禄同席。同时，吴重熹交缪氏“中小学堂图样、物僄”，缪氏将所编《普通学

歌便注》、《礼书初编》、《江宁地舆略》等课本呈送刘坤一。
11
 

二月廿七日（4 月 5 日），张謇至江宁，与罗振玉、缪荃孙及湖北自强学堂教习陈毅等

晤谈。 

二月廿八日（4 月 6 日），张謇、罗振玉谒见派办处吴重熹、胡延、徐树钧，“论学务，

异议锋起，一司二道，或昏、或钝、或滑尼之”。
12
 

二月廿九日（4 月 7 日），张謇、罗振玉谒见刘坤一，“定先立师范中小学议”，“议上，

新宁甚韪之。”
13
是日张、罗、缪再次聚谈学务，刘世珩在傅河所宴请张、罗、缪、潘学祖、

徐乃昌和派办处提调孙谖蔼、委员黄庥民等。 

三月朔（4月 8 日），对张、罗向刘坤一提出的兴学建议，衙参之时“司道同词以阻。胡

道言曰：中国他事不如人，何至读书亦向人求法？此张季直过信罗叔韫，叔韫过信东人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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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吴藩司亦赞之。新宁复语我，此事难办，叹息不已。”
1
潘学祖与郭道直合请张謇、罗振

玉、缪荃孙、刘世珩、陈作霖、徐乃昌、秦际唐等人。 

三月二日至四日（4 月 9 日至 11 日）张、罗拟“兴学条程”呈督府，并代刘坤一草拟

《学制奏略》文稿，其所依据的则即是后来罗振玉在《教育世界》上刊载的《日本教育大旨》

和《学制私议》等文本。期间，缪荃孙连日至傅河所与张、罗、徐乃昌等“夜谈学堂事”，

缪氏认为张、罗所议“愈离愈远，更无生矣”，即使“委屈迁就，尚未知能成否也？”同时，

徐乃昌、汪嘉棠、江苏候补道马声焕和督标护军统领、福山镇总兵杨镜岩等亦先后招饮，士

绅藉此集议兴学事宜。
2
 

三月五日（4月 12日）罗振玉离宁赴沪。张謇与缪荃孙“定办高等师范议”，文稿由张

謇手草并送呈刘坤一。
3
 

三月六日（4月 13日）张謇“同缪公、黄庥明相度惜阴书院，拟改为两县小学校”。
4
 

三月七日（4月 14日），张謇附“江永”轮返沪。九日（16日）吴重熹、胡延、徐树钧

和郭道直至缪荃孙处再次商议兴办学堂事宜，缪氏认为：“诸事无成，一閧而已”。
5
 

据上所述，江宁第二次兴学集议的目的有二：一是讨论学校系统即学制问题，并拟由江

楚会奏；二是商定在江宁兴办学堂的具体问题。但在是否参照、仿行日本近代教育体系和兴

学次第的问题上产生激烈辩争和严重分歧，最终官绅不欢而散，尤其张謇、罗振玉大受刺激。

罗振玉曾向沈曾植诉说因此而生的委屈愤懑之情，他说“玉在南中，亦借校书闭户，寥落之

情，不言可喻”,“承示东西之争甚烈，此必然之势，玉不欲持炬救焚，故宁默默，长者以

为如何？”
6
为此，沈氏复函劝慰说：“南皮、新宁皆倾心，多口何畏，公遽结舌，所不解矣！”

7
或许，沈氏没有亲历集议过程，尚未能理解张、罗当时势单力孤、有口难辩的处境。 

（三）第三次集议 

兴学集议的第三个阶段是从光绪二十八年三月（1902年 4月）到十月（1902年 10月），

主要是江鄂按“江宁兴学之议”的共识，各自开办各级各类学堂，其集议分歧和张、罗主张

则通过张之洞“湖北学制”的出台得以消解、汇融。其间大致经过、情形如下： 

第二次集议之后，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十四日（4月 21日），张謇与罗振玉在上海“谈自

立师范学校之事”，回家乡通州后即“拟自立寻常师范学校”,
8
同时“仍劝新宁立高等师范”。

9
三月下旬，罗振玉在《教育世界》刊载其《学制私议》，并与由温州回武昌道经上海的黄绍

箕合议兴学之事，《学制私议》及代拟《学制奏略》稿本由黄绍箕转呈张之洞。二十三日至

二十四日（5月 1日至 2日），黄绍箕至江宁与缪荃孙、吴重熹、刘世珩、濮文暹、徐乃昌、

陈善余、易顺鼎、王仁东等江宁官绅交换意见，缪荃孙交带编译课本呈张之洞。二十八日（5

日），张謇致函赵凤昌询问情况，有云：“仲弢与叔蕴议合否？抱冰意又若何？新宁答书希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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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时薰兄。”
1
四月朔（5 月 8 日），刘坤一致函张之洞，称：“张季直殿撰来宁，与筱珊、叔

蕴面商学制应从师范学堂入手，开具条例，由江鄂会奏，并云办高等师范学堂更可为办高等

学堂经费减省一半，治弟因事属创始，请其代拟折稿，而此间议论不无参差。谨将条例、奏

稿并钞呈核，以期折衷一是，即请迅赐裁覆是祷。”
2
四月初七日（5月 14日），经过精心酝

酿，参照包括罗振玉、张謇在内的士绅意见，张之洞在湖北扩充学务处，“改设文、武大中

小各学堂，并添建师范学堂、方言学堂、仕学院、教士馆等所”，
3
全面推行教育改革，创设

学校体系。四月初八日（5月 15日），刘坤一会同江苏巡抚恩寿、江苏学政李殿林上《筹办

江南省学堂大略情形折》，报称：“文正书院改设小学堂一所，聘候选教谕陈作霖为总教习，

课上元、江宁两县人士，习初级浅近之学；钟山书院改设中学堂一所，聘河南候补道濮文暹

为总教习，课江宁府属人士，习普通之学;……至高等学堂……聘翰林院编修缪荃孙为总教

习；其尊经、凤池两书院改为校士馆”。同时“另设师范学堂”，“江楚会设编译书局，一俟

成有课本咨送京师大学堂核定颁行。”
4
对此，张謇甚为不满，认为“省中学务之奏，似高等

师范四字分读，而非连续，不知以此敷演，政府抑果如此也。”
5
此后，江宁方面，以胡延为

总办，缪荃孙“领高等、中、小三堂事”，积极推进建筑校舍、商定章程、拟制课程、订购

器械、延聘教习等兴学事宜。八月，派办处“经相度，得城内北极阁南空基，堪以建造江南

省学堂，惟购地庀材尚需时日，奉准督以钟山书院改建之府学堂借作高等省学堂，文正书院

改建之县学堂借作府学堂，其县学堂暂将惜阴书院改建，委员勘估，督匠开工，统限八月内

完竣”，并定高等学堂于九月招考学生。
6
湖北方面，至十月初一日（10月 31日），在湖北学

堂筹定规模、分投兴办、汲汲经营的基础上，张之洞上奏《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明

确“日本教育总义，以德育、智育、体育为三大端，洵可谓体用兼赅，先后有序，礼失求野，

诚足为我前事之师”，
7
并奏明各学堂办法十五条、筹办学堂要旨八条。其奏折内容较全面地

规划了学校教育体系，是所谓“湖北学制”，同时也是对“江宁兴学”之议的一个结论性总

结。 

湖北学制颁行之时，因九月（10月）刘坤一去世，张之洞再次奉命署理两江总督。十月

六日（11 月 5 日）莅宁接篆后，张之洞“住高等学堂作行辕，遂缓开高等学，先开中小学

堂，”
8
并决定“改江南高等学堂为宁属师范学堂外，另设三江师范学堂一所”，

9
三江师范学

堂为高等师范学堂，实际上是采纳了第二次集议时张謇、罗振玉的兴学建议。为此，张之洞

特邀罗振玉、张謇及如皋在籍翰林院编修沙元炳再次“往议学校”。
10
张謇、沙元炳于十一日

（10日）至宁，罗振玉十四日（13 日）到，遂成官绅第三次江宁兴学集议。期间，八日（7

日）张之洞招缪荃孙入署，与黄绍箕一起“谈学务甚多”；十一日（10日），张謇、沙元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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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乃昌至缪荃孙处“改定师范学堂课程”；
 1
十三日（12日），张謇、沙元炳考察了由文正书

院改建的江宁府中学堂，认为“一切不中程度”
2
；此后，张謇、缪荃孙、罗振玉与黄绍箕、

徐乃昌、刘世珩、沙元炳、陈三立、俞明震、沈瑜庆、王仁东等连日集议；二十日（19日），

张謇“晤南皮，说学事”，
3
翌日附轮返里。至此，集议分歧基本得以调和解决，“湖北学制”

也在江宁兴办学堂的过程中得以延展、落实。 

三、江宁兴学过程中的意见分歧 

江宁集议兴学是江鄂官绅循朝廷谕旨明诏之势展开的一种地域互动和合作交流，其兴学

共识是基础，他们共同期望“宗旨既明，风气自转，以后士子皆知讲求经济以成有用之才”。
4
但在“科举未停，民智未启，”

5
“官民不知学校之果为何物”

6
的过渡时代，在如何兴学的具

体问题上又必然产生激烈争鸣，其间分歧有如罗振玉光绪二十八年九月（1902年 10月）复

沈曾植函中所言：“长者询前者在江宁时所议学务，其中原因甚长，殊不欲说，请言其概，

则制军无力气，司道颇阻碍，绅士多议论、逞意见而已。”
7
就督抚而言，刘坤一“大事不糊

涂”、“一生唯谨慎”
8
是其一贯作风，其时又年届七十三四，自称“年衰多病，近益委顿不

堪”，
9
所以张謇在戊戌时即有评价说：“师丹老而忘矣”

10
。那么，在兴学问题上主见不足，

囿于议论分歧，举棋不定是显而易见的。对张之洞，张謇曾评价说：“今天下大官贵人能知

言可与言者，无如南皮。”
11
但在赴武昌谒谈新政之后，张謇又曾致函徐乃昌说：“此老新政

极著精神，唯近来新书少见，所言尚不无隔膜之处。”
12
对于江宁司道，如吴重熹、胡延、徐

树钧等，张謇认为是“不闻政声”、“特长于说碑版”、不喑新政西学的传统旧学官僚，对此

张之洞也只能无可奈何地说：“肯办事便难得，湖北无此人”。
13
而且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在江

宁曾发生过一起吴重熹的亲兵殴伤陆师学堂教习黄子和、夏仁虎的恶性事件，事情发生后吴

氏欲袒护亲兵，重惩教习，招致士议，尤其新知人士愤愤不平，通过《申报》等媒体连日发

表抨击性报道和评论，并认为“凡为宦途中人当以此为殷鉴，亦地方之福也”。
14
至于士绅，

当时普遍情况是“学子仍守旧习”
15
，即如倡议兴学的沈曾植、缪荃孙等亦尚有“断断不可

习西文，断断不可延洋教习”
16
的短识。因此，随着集议深入具体、兴学切近落实，官绅之

间意见相左实乃不可避免。归纳起来，意见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价值取向之争。当代学者在研究清末“新政”时指出：“作为‘新政大端’的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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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办起，就不得不讲求西学，于是中学与西学的关系问题，又成为方针上的重大争议。”
1
清政府从为维系王朝统治而培育人才的政治要求出发，提出兴学目的首在“正人心”，次则

“开民智”，特别强调“尊德性、道问学二者不可偏废”，
2
“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

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
3
这在地方“书院改学堂”的实施过程中造

成了机械执行、注重形式、简单拼凑的办学误区。许多地方官员，包括江宁的“一司二道”，

一方面视办学为政绩，所谓：“疆吏之办学堂也，不过藉此以聊博维新之名誉，逃外人之滋

议，且可以多安置私之所。”
4
另一方面，他们对学校和西学的认识十分简单、片面，如张之

洞在给管学大臣张百熙的电牍中曾批评说：“近年言西学者，多只注重方言、算学两门，似

非外国教育宗旨”。由此，在兴学过程中他们对系统引进包括学制、课程、师资在内的西方

教育体系并不重视，乃至颇有抵触。对此，张謇曾一再提醒缪荃孙说：“政务处于学校事全

无主见，止是扶墙摸壁”，
5
“幕府无人，事事将求合于国，……派办处无人，将来公事之槎

枒缪戾，恐不止一端也”。
6
在江宁议学过程中，新知人士和开明官僚主张兴学之初先要统一

思想认识，引进西方教育，所谓：“通理想于众人意识之中，善取法于各国参究之后”。
7
所

以，一方面，他们立足于救亡图强、智民兴邦的理想，倡导普及国民教育，所谓“图国家强

立之基，肇国民普及之教育”。
8
罗振玉在《学制私议》中提出“守教育普及之主义”，规划建

立国民教育体系，即“先教道德教育、国民教育之基础及人生必须之知识技能（即小学教育），

驯而进之以高等普通教育（即中等教育），再进之以国家必要之学术技能之理论与精奥（即

大学教育），循序渐进，勿紊其序。”并且建议仿行日本“定小学前四年为义务教育”。
9
另一

方面，他们认识到“日本与我国同洲、同文、同种，改良学制在我之先”，
10
所以“求师莫若

日本”。
11
罗振玉认为“教育一事，当全国画一，故以颁教育制度为第一要务，日本兴学之初，

即深明此理”，“今日本全国一切学校皆本之学校令，……此中国亟当法效者”，进而倡言从

日本全面引进包括教育宗旨、方针、学制、课程、管理机构、师资培养等在内的近代教育体

系，所谓“今宜采用日本之制，相宜变通之”。
12
新知人士的兴学主张摒弃了传统的人才教育，

即所谓“勿存培植人才之见”，
13
更形成“以西用的规矩尺度来衡量规范中体”

14
的价值趋向，

必然会动摇传统文化的主导和核心地位。因而，早在张謇撰呈《变法平议》之时，刘坤一即

以张氏主张“大抵心醉日本，凡事皆欲仿而行之”，而“未惬于心，不加可否”。
15
在集议时，

张、罗的仿日主张更受到江宁学务官员的强烈抵制，连缪荃孙也指摘说：“守旧而不知变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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迂儒固无以通方；知新而舍其本，图华士更无以致用。”
1
但是，新知人士的主张却得到了张

之洞、张百熙的支持。光绪二十八年三月（1902 年 4月），张百熙通过盛宣怀、沈曾植邀请

罗振玉赴京参与大学堂创办译书院事宜；五月（6 月），奏派京师大学堂总办吴汝纶率团赴

日本考察，九月（10 月）吴汝纶回到上海，张謇、罗振玉、汤寿潜等与之聚谈，并观看其

《东游丛录》稿本，而这本考察记在出版后，“对清末教育改革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
十二月（1903 年 1 月），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奏派江南高等学堂总教习缪荃孙赴日考察学

务。同时，随着湖北学制和壬寅、癸卯学制的出台，晚清教育改革的仿行日本普及国民教育

的策略最终确立起来。当然，对于教育的仿日风潮和“东学”取向，也有不少新知人士持批

评的态度。如严复在光绪二十九年正月（1903 年 1月）给弟子的信中曾说：“今日天下汹汹，

皆持东学，日本人相助以扇其焰。顷赵仲宣为京师大学堂总办，以主西学宗旨与人异同，几

为人人所欲杀，顷已自劾去矣。罗、吴倡之于南，张、李持之于北，而长沙、南皮为之护法。……

往者高丽之事起于东学，中国为之续也。”
3
而随着办学实践的深入和对教育认识的提升，张

謇后来在致沈曾植的信中也承认“叔蕴不无偏信东人，此亦一弊。”
4
 

二是兴学次第之争。兴学诏颁行之后，清政府以“亟亟乎求成”的心态连颁上谕督促各

省兴办学堂，提出“通省学堂同时举办，财力或有不逮，若必待各府厅州县中小学堂帑足始

行开办，转致观望迟延”，要求按国家先立京师大学堂的思路，在全国推广山东在省城创设

“大学堂兼包中小两学堂”的兴学模式，同时京师和各省大学堂又分别作为全国和各省的学

务管理机构。此后内地十八省除云南外均先后奏报筹立通省大学堂，漕运总督和江苏、陕西

学政还奏请设立江北大学堂、南菁高等学堂和宏道大学堂。这些大学堂除甘肃拟“分设东西

两斋，东考文学，西讲武备”
5
之外，均仿山东分设备斋、正斋或专斋，湖南、湖北、江苏、

浙江四省还拟在省城分设通省中学堂和小学堂。山东兴学模式的本意：一是在于速成，快速

培养中西学兼赅的辅治人才；二是在于示范，为府厅州县设立中小学提供样板。然而，这一

模式明显有悖于学校教育循序而进的发展规律，一方面导致大学办不好，即如吴汝纶评论所

说：“各省均称大学堂，其程度尚不及外国小学，名不副实，甚属无谓。”
 6
另一方面有碍于

中小学的普及。梁启超在 1902 年撰写《教育政策私议》一文批评说：“顷者朝廷之所诏敕，

督抚之所陈奏，莫不有州县小学、府中学、省大学、京师大学之议，而小学中学至今未见施

设，惟以京师大学堂之成立闻，各省大学堂之计划亦纷纷起；若循此以往，吾决其更越十年

而卒无成效者也”；“至于小学，今论者亦知其急；……而今当事者，只欲凭口舌劝说，使民

间自立之而已。……且吾恐十年以后，而举国之小学犹如星辰也。”
7
 对此，张謇、罗振玉等

从普及国民教育，“使少数之人民受高等之教育，无宁使多数之人民受寻常之教育”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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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教育一事贵明秩序”的兴学原则，
1
认为将来的正当办法是：“先立师范学校，—年后

各州县分别立高等、寻常小学校，三年后各府立中等学校。其各省之高等、专科学校，京师

之大学校，五年后置焉”。
2
但普及教育时不我待，其变通办法是：“先设速成师范科，一年内

可得小学教员。中等及专门之学校亦与小学校同时并立，而先立补习科，补习普通学一年”，
3
而“至大学校则稍待再图之”。

4
基于以上认识，他们主张缓建刘坤一和学务官员们最感兴趣

的江南高等学堂，先立小学、中学、专门学校，尤其是应首先创办师范学堂，因为他们认识

到“欲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导，故立学校须从小学始，尤须先从师范始。”
5
对于培养

教员，山东、湖南、湖北、贵州、直隶等省在筹划兴学时均有不同举措，其中山东、贵州拟

于大学堂内“参用初等师范学堂规制，在备斋各班学生内，择其心术端正者，兼令练习初等

师范”，将来“承充小学堂教习”；“入正斋肄业者，届时参用中等师范学堂规则，再令练习

中等师范，以备中学堂教习之选”。
6
但这种在相当于小学的备斋培养小学教员和相当于中学

的正斋培养中学教员的方法在教育逻辑上明显存在问题，因此袁世凯迁署直隶总督后也奏拟

在保定创设直隶师范学堂。湖南则首先提出派人出洋游学的办法：“遴派大挑知县胡珍，偕

同善化举人俞诰庆等十一人，前往日本游学数月，专考求教育方法，归备教员之用。”
7
张之

洞也曾向张百熙建议“师范生宜赴东学习”。
8
但此举仅备一时之需，很快出现各州县“以教

习乏人纷纷禀请选派，骤无以应”
9
的局面，于是在光绪二十九年二月（1903年 3 月）湖南

奏设师范馆。江宁方面，光绪二十七年岁末，署理镇常通海关道陶森甲曾向刘坤一提出向日

本派遣学生学习师范，建议“就东南各省选择品学兼优、关心教化者六十人，送日本师范学

校，定一急救课程特班，教育限六月，习其至要学科、等级，心通其意，在令游历外府县两

月，考求中小学校颁发，分起回省，就各本省设一师范传习所，约该省之通人达士讲求讨论

次第，派令掌教各学堂，必能舍旧从新，恢复教泽。”
10
这一建议与湖南的做法相似，但似乎

并未引起刘坤一的重视。就张謇、罗振玉而言，在参与兴学筹议前后他们即已关注师资培养，

罗振玉在这一时期发表教育见解时几乎都把创立师范学堂培养教员作为兴学的最重要举措，

建议师范讲习科、速成科和本科三项并举，并且在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专门撰写《设师范急救

科议》，就定校地、招学生、定学期、定学科、选课书、聘教习、行考试、购图书、定年限

等十方面提出系统的建议。兴学集议之时，张、罗二人为折衷官绅意见，提出融高等学堂和

师范学堂于一体，创设高等师范学堂，并由张謇起草《师范学堂条例》，提出招收高等科三

十人、寻常科三十人、速成科四十人、讲习科六十人，共额定一百六十名；第一年聘东人卒

师范业者二人，各科教习应聘中文六人、东文六人等具体规划。
11
然而，由于主张学制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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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师范聘请日籍教习，张謇、罗振玉的提议遭到派办处学务官员的反对。两江总督刘坤

一对此左右为难，一方面就“高等学堂及师范为一为二”
1
再次下有司讨论，一方面请张之洞

裁夺。后来作为折衷意见，在向清政府奏报江南兴办学堂情形时提出在设立高等学堂和中、

小学堂的同时另立师范学堂。但直至刘坤一去世，江宁官方并没有任何筹建师范学堂的具体

举措。为此，张謇在罗振玉、汤寿潜、王国维和日籍教师木造高俊的协助下，通过自己出资、

乡绅捐款和实业拨助方式，在家乡通州创设民立师范学校。后来，张謇在光绪二十八年二月

的日记中还专门补记了一段话，他说：“乃谋自立师范学校，计所储任办纱厂以来，不用之

公费，五年本息环生可及二万元，加以劝集，或可成也。后之人知中国师范之自通州始，必

不知自二道一司激成之也。”
2
张、罗的兴学建议在湖北方面却被融入兴学规划，光绪二十八

年四月张之洞任命梁鼎芬等筹办师范学堂，十月在奏报“湖北学制”时定“师范学第一”，

确立起“首重师范”的兴学次第原则。同时，张之洞移督两江之后，首先决定“先办一大师

范学堂，以为学务全局之纲领”，
3
创建起面向两江辖域三省、兼包寻常、高等两级、学额高

达 900名的三江师范学堂，并且邀张謇、罗振玉等到江宁再次与缪荃孙、黄绍箕等商议章程、

课程等事宜。至此，张、罗的建议在江宁的兴学规划和实施中全然被采纳，江宁兴学之议亦

藉此一锤定音。 

四、结语 

“江宁兴学”之议通过江鄂官绅间往复筹议，逐步明晰和统一了对学制、办学宗旨和学

校科目、学级、课程设置的认识与规范，并以江宁为中心探索建立起从小学、中学到高等学

堂、大师范学堂的地方示范性学校教育体系。至光绪三十年八月（1904 年 10 月），两江总

督魏光焘《奏现办江宁省城并各府厅州县学堂大概情形折》中对各级各类学校开办情况进行

了统计，“通查现已办各处，计省城高等、专门学堂凡七所：曰三江师范学堂，曰高等学堂，

曰农工实业学堂，曰水师学堂，曰陆师学堂，曰将备学堂，曰江宁师范学堂；各府厅州县中、

小、蒙学堂凡九十一所，内江宁、徐州、扬州、海州等处中学堂四所，宁、淮、扬、徐、海、

通所辖各属小学堂二十四所，蒙养学堂二十三所，又通州民立师范学堂一所，统计省城及各

府署学堂凡九十九所”。
4
由此，既直接推动了今天江苏地域近代学校教育的全面开启，又为

湖北学制的酝酿和出台提供了智力支撑。当时其他省份也多有参考江鄂兴学经验者，如江西

巡抚曾委派人员“前往金陵摹绘大中小各学堂图样并咨取一切章程及读本、课本，以便仿照

办理”；
5
陕甘总督则请湖北“代延西学教习二三人，带购切要时务书籍数十种”。

6
而随着 1903

年张之洞应诏晋京会同荣庆、张百熙制定癸卯学制，江宁议学的相关成果更融入了全国性的

教育政策之中。 

江鄂筹议兴学前后经历了近两年的时间，说明作为清末新政的实际设计者张之洞、刘坤

一对地方兴学的重视和对教育决策审慎，所以按当时各督抚（含漕运总督）奏呈兴学情形折

的先后时间顺序统计，刘坤一是第十六位，张之洞则是最后一位。而较为充分的研讨、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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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决定了晚清时期江苏、湖北教育发展的一些特色，如较其他省份，两省办学的规范性、系

统性更强，尤其是士绅成为推动兴学的重要力量。缪荃孙、罗振玉、张謇作为士绅的代表不

仅参与议学，更直接从事办学实践。其中，缪荃孙于 1902年至 1907年间被任命为江南高等

学堂总教习、监督和三江（两江）师范学堂总稽查，并参与江宁中、小学的创建工作，为江

宁示范性学校教育体系的构架作出了重大贡献。罗振玉在江宁第二次兴学集议后至辛亥革命

爆发期间，先后应邀担任南洋公学东文科监督、两粤教育顾问、江苏教育顾问、江苏师范学

堂监督；1906 年奉调学部，受委视察各省学务，任考试襄校官、参事官；1909 年任京师大

学堂农科监督。张謇此后一直致力于教育事业，他在通州按“立之有本”、“行之有方”、“次

第有序”
1
的办学方针，依托地方实业体系，建立起从小学、中学到师范学校、实业学校和大

学的较为完整的学校教育系统，进而参与三江师范学堂、复旦公学、暨南学堂、河海工程专

门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建设，并被推举为江苏教育总会副会长、会长，积极推动江苏

乃至全国教育的规划与发展。作为与教育相始终的近代著名教育家，张謇在晚年曾总结说：

“万事有始者有卒，教育有始而无卒之事也；万物有新者有旧，教育有新而无旧之事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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